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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研究

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
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的实证研究
彭希哲 宋靓珺 黄剑焜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 2014 年中国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 CLHLS) ，将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
作为理论框架剖析中国失能老年人群对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安德森模型
中的 3 类变量中只有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对服务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前倾因素则不显著。据此，
文章得出与前人研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和文化背景下，老人对于长期照护服务的使
用更多的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即便个人有使用某种健康服务的特征和倾向，但仍受制于政策环
境、个人与家庭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等能力和需求要素。此外，文章引入家庭照料者意愿这一变量，对
安德森模型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探索，并对服务需求评估工具、家庭发展能力和社区服务未来走向等内
容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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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文献回顾

1. 1 问题的提出
老龄化是未来中国不可逆转的人口新常态，将持续地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希哲、胡湛，

2011)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①，人口高龄化特征愈发明显，老年人罹患慢性疾病以及
失能失智比例逐年升高，长期照护问题成为老龄社会普遍存在而又亟待解决的养老难题。长期照护
是世界各国进入老龄化中后期阶段面临的共同难题，加之中国生育政策的干预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快

速转型形成的少子化和家庭模式的变迁、老年人的“独居化”、“空巢化”等居住模式( 我国的独居和空
巢老人近 1 亿人) 以及“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特殊国情，使得长期照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而
言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
庞大的失能老年人口规模以及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对我国长期照护服务提出迫切需求。传统的

家庭养老和服务举步维艰，老年人长期照护从单一的家庭照料走向市场和社会成为大势，在医养结合

的基础上，长期照护成为一项惠及万家的社会服务也是一种必然趋势。长期照护体系的构建取决于
失能老年人口的现状和实际养老模式，传统的家庭照料如何在新老龄社会下继续承担和发挥作用，社

会化长期照护体系如何更好地优化配置有限资源以满足不同失能老年群体的康复护理需求，从而使

得失能老年人群有更多的“获得感”，都是政策制定者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而分析不同失能老年群
体选择不同护理模式的影响因素，了解哪一部分老年人群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正式照护服务，则是相

关涉老部门制定合理长效的长期照护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1.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长期照护( Long-Term Care) 体系是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实践中逐步探

索出来的，是一整套服务于精神、智力以及身体其他残疾的需要而构建的长期的一般性照料和专业性
护理的保障体系( Pratt JＲ，2004) 。照护的最终目的是保证那些不具备自我照护能力的个人能继续满
足个人偏好、获得最大程度的独立、自主以及个人尊严。长期照护的服务人群可以是各个年龄的人
口，但各国的实践都表明老年人是这一体系的主要服务对象。换言之，长期照护主要针对的就是失能
失智老人( 刘乃睿、于新循，2008)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将长期照护定义为: 对因为意外、疾
病或衰弱导致失能( 生活不能自理) 、失智( 认知功能障碍) 或心理疾病以及长期患有慢性疾病而不能
独立或正常生活的老年人提供连续性、无期限的日常照料与健康护理等各类服务。
总结国内外的研究结论不难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经济状况、内外部照料资

源供给( 家庭非正式支持网络、家庭以外如社区养老资源的供给) 、个人健康状况等均是影响老年人对
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因素。
经济状况( 即对应本研究中的使能因素) 是影响老年人正式照料服务使用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

方向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多数的研究成果表明，收入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客观上具有越高的购
买力，则潜在需求转为有效需求的能力越大，因此选择付费的社会化照料的可能性越高( 张文娟、魏
蒙，2014) 。但也有其他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初炜等，2007; Choi M. et al. ，2010) 。
个人健康状况( 即对应安德森模型中的需求因素，如 ADL、IADL 缺损情况、慢性病状况、抑郁、痴

呆等认知功能障碍等) 是影响老年人对正式照护服务使用的重要因素，国外有学者提出，失能程度较

① 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的最新标准，老龄社会分为进入、深度和超级三个阶段，其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达到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7%，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4. 3%，为深度老龄化社
会;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21. 2%，为超级老龄化社会。而据《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
年末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达到 1. 44 亿，占总人口的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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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康状况恶化的老年人对正式的社会化长期照料服务的需求更大( Wallace S. P. et al. ，1998 ) ; 但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结论( 初炜等，2007) ，健康状况很差的老人( 如重度失能) 相对轻度失能
老人而言，选择正式照顾的可能性反而较小( 苏群等，2015 ) 。健康状况通过年龄、养老观念及照料负
担等因素间接地影响老年人的选择，从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
照料者的照料意愿( 主观态度) 、社区照料资源的供给、老年人对正式照料服务的认知、文化传统

等因素也是影响老年人对相关服务的需求和使用的重要因素( 王莉莉，2014 ) 。国外研究认为家族主
义与健康照料服务的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有基本的照料责任，特别是子女( Crist J. D. ，2002、2005 ) 。
最终长期照料服务的选择往往是由本人和家人共同决定，因此，提供照料者的需求也是影响正式照料

服务的重要因素( 王莉莉，2014) 。但国内的学者对这一要素的关注不多，定量研究更为缺乏。
总体而言，相较于国外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国内对长期照护服务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虽

已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 1) 多集中于对一般老年人养老模式的选择影响因素
分析，专门针对失能老年群体的研究较少( 张争艳、王化波，2016; 韦云波，2010; 焦亚波，2010) ; ( 2) 现
有研究多基于小区域、根据项目需要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基于全国性大样本的研究较少( 叶冰清，
2013; 张文娟、魏蒙，2014; 王静、吴明，2008; 张国平，2014; 李敏，2014) ，其结论的适用性受到一定程度
的限制。即便是全国性样本数据，其研究主要是基于某一种特定长期照护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并未
同时对几种照护方式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王琼，2016) ; ( 3) 在研究方法上，虽然 Andersen's Behavior-
al Model( 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 在公共健康、卫生医疗领域应用广泛，但国内人口、老年学学者大多是
从社会人口学角度，较多地采用二元或多元回归方法( 苏群等，2015; 姜向群、刘妮娜，2014) ，使用其他
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则较少。
本文利用 2014 年中国健康长寿调查大型公开数据，考察中国失能老人的基本状况及相关特征，

以本土化修正后的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为理论框架，对影响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选择的诸多

因素进行分析、验证，并考察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向度和影响幅度，提出相关老龄服务政策建议以合
理引导老年服务资源的配置、促进老年社会的健康发展。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 2014 年中国健康长寿调查( CLHLS) 数据。

该数据调查涉及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样本包括 7110 位 65 岁及以上老人。本研究选择其中需要
长期照料的老年人，即根据调查问卷所测量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DL) 6 项指标( 洗澡、穿衣、吃饭、
如厕、控制大小便和室内走动) 以及每项需要他人照料的时间进行筛选。根据国际通行法则，6 项指
标中至少有 1 项部分或完全不能自理且需要他人照料时间在 90 天( 含) 以上的，即属于需要长期照料
的老年人。通过筛选，最终选取符合条件的 1056 人作为研究样本。
2. 2 变量和方法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根据问卷中“您目前在 6 项日常生活活动中需要他人帮助时，谁是主要帮助者”以

及“您目前与谁住在一起”，分为非正式家庭照料和正式社会化长期照料。其中，非正式家庭照料是指
居住在家中或社区，由配偶、子女、亲戚或邻居朋友等未经过专业护理培训的人员提供的无薪酬的照
料; 正式社会化长期照料是指居住在家中或社区但由家庭雇佣保姆或使用社区有偿服务( 如社区提供

的上门服务以及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等) 作为主要照料来源以及集中居住在养老机构( 如养老
院、敬老院和老年公寓等) ，由机构专业服务人员提供的有偿服务的照料。将因变量做 0 － 1 变量处
理，即非正式家庭照料赋值为 0; 正式社会化长期照料为 1。
因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服务涵盖医疗健康服务，本文选择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探求个体因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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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使用关系常用的理论模型———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尽管存在其他多
种研究方法，如多项式模型( Multinomial Model) ( Van Campen C和 Van Gameren E，2005) 、序列响应模
型( Ordered Ｒesponse Model) ( de Meijer et al. ，2009) 等，在中国当前还没有形成覆盖全国的长期护理
保险和有限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长期照护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个人对于自身经济状

况的考量和需求的偏好，因此安德森模型是符合中国情境的( Chen-Yi Wu et al. ，2014) 。同时，安德森
健康行为模型作为一种在西方产生、发展的理论模型，在中国情境的运用中，仍需要考量中国文化传
统( 如同住子女数) 、家庭和谐( 家庭照料者的照料意愿、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等) 以及社区服务供给
情况等影响因素在老年人选择不同照护方式时发挥的作用。通过修正安德森模型在长期照护服务影
响因素中的应用，使其更符合中国的文化特征是本文的研究创新之一。因此，本文的自变量在总结前
人研究基础上，在安德森使能因素中加入照料者意愿、社区服务供给等变量。根据安德森健康行为模
型的分类，将 2014 年中国健康长寿调查( CLHLS) 数据中可能影响失能老人对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因
素分为前倾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 3 类。
( 1) 前倾因素
( a) 年龄: 将年龄进行分组，分为 65 ～ 79 岁、80 岁以上两个年龄组;
( b) 性别: 包括男和女;
( c) 受教育程度: 分为未受教育、受过小学教育和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等 3 类;
( d) 婚姻状况: 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类。
( 2) 使能因素
( a) 居住地: 将城市归为一类、将镇和乡合并归为一类;
( b) 去年家庭总收入: 统计去年一年家庭经济总收入，根据四分位数法分组;
( c) 个人养老保险: 取值无和有;
( d) 个人医疗保险: 取值无和有;
( e) 社区是否提供个人起居等生活照料服务: 取值无和有;
( f) 社区是否提供上门送药等医疗服务: 取值无和有;
( g) 同住儿子数: 统计与老人一起居住的儿子数量;
( h) 同住女儿数: 统计与老人一起居住的女儿数量;
( i) 首要照料者意愿: 分为愿意( 含愿意和力不从心) 、其他( 不情愿和不耐烦) 。
( 3) 需求因素
( a) 是否患有以下慢性疾病( 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病) :
问卷中询问了老人是否患有 24 种疾病，患病率前三位的分别为: 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病，因此分

别将是否患有高血压、是否患有中风、是否患有心脏病纳入模型;
( b) 失能程度:
采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的分类法，即:“完全自理”: 6 项均无需任何帮助; “相对

自理”: 6 项中的任何 1 项需帮助，或者洗澡需要帮助和其余 5 项中的任何 1 项需要帮助; “相对依
赖”: 洗澡和穿衣需要帮助以及其余 4 项中任何 1 项需要帮助，或者洗澡、穿衣和上厕需要帮助以及其
余 3 项中任何 1 项需要帮助;“完全依赖”: 其他各种组合(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2000) 。
因对样本筛选的条件之一就是至少有 1 项需要帮助，因此实际上样本中剔除了“完全自理”的类别项。
2. 3 变量特征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本研究的失能老人的样本数为 1056 人，加权后推算得到的总体失能率

为 6. 42%。从失能老人内部结构来看，失能老人分布在乡镇地区的比例超过八成，为 82. 29%，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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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区高约 64 个百分点; 女性失能老人比例比男性高近 30 个百分比; 年龄越大，失能老人也越多，所
有失能老人中，80 岁及以上的占比达到 57. 18%。
按照 ADL分类定义的失能程度，可以发现相对自理的老人占 37. 18%，虽然很多老年人具备相对

的自理能力，但仍然可能需要长期照料服务来帮助和支持，使其尽量保持独立生活。由于老年人群内
部的异质性，仅使用 ADL评估损伤级别并不全面，因此引发了我们对单一评估工具是否适用于当下
现实的思考。国内已有学者和研究团队在探索对老年人以及健康的重新定义( 彭希哲，2015) ，本文的
研究结论则再次验证了对基于国际通行长期照护评估工具“中国化”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由家庭成员、邻居等提供的无薪的非正式家庭照料是目前我国老年人失能后的主要照料模式，占

比达到 84. 53%，而正式的社会化长期照料占比相对较小，只有 15. 47%。女性失能老人选择非正式
家庭照料的比例高于男性，这与中国女性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相对较为保守，经济条件也限制

了她们不太可能选择需要付费的正式社会化长期照料服务; 在农村地区，虽有超过八成的( 82. 81% )
失能老人选择非正式家庭照料，但仍低于城市地区约 10 个百分比。这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
程有关，使得农村地区原本较为丰富的家庭照料资源优势不复存在。中国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有着
显著的性别和城乡差异，这就使得公共政策的引导更需“有的放矢”。变量的基本特征如下( 见表 1) :

表 1 变量的基本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bles

变 量 统计值( % ) 变 量 统计值( % )

长期照料模式 使能因素

非正式家庭照料 84. 53 居住地

正式社会化长期照料 15. 47 城市 17. 71

前倾因素 乡镇 82. 29

年龄 去年家庭总收入

65 ～ 79 42. 82 8000 元及以下 24. 96

80 以上 57. 18 25000 元及以下 24. 91

性别 50000 元及以下 28. 37

男 35. 33 50000 元以上 21. 75

女 64. 67

是否受过教育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未受教育 41. 97 无 56. 85

受过小学教育 25. 65 有 43. 15

受过小学以上教育 32. 37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婚姻状况 无 21. 81

有配偶 38. 93 有 78. 19

无配偶 61. 07 社区是否提供生活照料

无 80. 96

需求因素 有 19. 04

慢性病类 社区是否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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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 量 统计值( % ) 变 量 统计值( % )

高血压 无 66. 48

无 57. 74 有 33. 52

有 42. 26 同住儿子数

中风 0 75. 73

无 72. 38 1 23. 16

有 27. 62 2 1. 08

心脏病 3 0. 03

无 73. 05 同住女儿数

有 26. 95 0 93. 37

失能程度 1 5. 83

完全依赖 39. 83 2 0. 80

相对依赖 22. 99 6 0. 01

相对自理 37. 18 照料者意愿

愿意 90. 97

其他 9. 03

注:①将问卷中社区提供的“起居照料、日常购物”归入“生活照料”;“上门看病、

上门送药”归入“医疗服务”; ②养老保险: 退休金、养老金; 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 ③百分比加总不等于 100%是由四舍五

入导致的。

2. 4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长期照料模式的选择情况”是二分变量，只取值 0 或 1。p 表

示事件发生的概率，这里也就是老人选择正式社会化照料的概率。p / ( 1 － p) 称为发生比( odds) ，大于

1 时表示发生比不发生的概率更大，也就是事件更有可能发生。做 logit 变换，即 f( p) = ln p( )1 － p ，表

示对事件发生与不发生概率比值取自然对数。然后构造模型 f( p) = α + βX + ε。X 是模型纳入的自
变量，ε表示因变量中无法被自变量解释的误差项。截面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会对变量的显著性产
生影响，所以模型中使用稳健标准误。
为了分析前倾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对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本文构建了 3

个模型，模型 1 只纳入了前倾因素，模型 2 同时纳入了前倾因素和使能因素，模型 3 则同时纳入了前
倾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通过不同模型结果的对比，还能获得单独某些因素的影响大小。
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 1: f1 ( p) = α1 + β1
1X前倾因素 + ε

1

模型 2: f2 ( p) = α2 + β2
1X前倾因素 + β

2
2X使能因素 + ε

2

模型 3: f3 ( p) = α3 + β3
1X前倾因素 + β

3
2X使能因素 + β

3
3X需求因素 + ε

3

3 模型分析结果

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依次将前倾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
纳入模型，考察后加入的变量如何解释先前加入的变量。表 2 是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表中系数为
发生比率，右上标的* 则代表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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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拟回归系数

Table 2 Logistic Ｒegressions of Long-term Care Use

变 量
O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年龄组( 65 ～ 79 岁)

80 岁以上 0. 27＊＊ 0. 53 0. 62

性别( 男)

女 0. 73 1. 91 1. 78

是否受教育( 否)

小学 4. 17* 2. 91＊＊ 3. 00*

小学及以上 3. 60＊＊ 4. 19＊＊ 5. 89＊＊

婚姻状况( 有配偶)

无配偶 1. 14 2. 54＊＊ 1. 87

居住地( 城市)

乡镇 10. 38＊＊＊ 6. 29＊＊

去年家庭总收入( 8000 元及以下)

25000 元及以下 0. 29 0. 19＊＊

50000 元及以下 0. 71 0. 28＊＊

50000 元及以上 15. 21＊＊＊ 7. 23＊＊＊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无)

有 14. 76＊＊＊ 10. 59＊＊＊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无)

有 0. 06＊＊＊ 0. 10＊＊＊

社区生活照料( 无)

有 14. 46＊＊＊ 19. 30＊＊＊

社区医疗服务( 无)

有 0. 32* 0. 34*

同住儿子数( 无)

有 0. 02＊＊＊ 0. 02＊＊＊

同住女儿数( 无)

有 0. 07＊＊ 0. 08＊＊＊

首要照料者照料意愿( 愿意)

其他( 不情愿、不耐烦) 2. 62 4. 24*

慢性病种类

高血压( 无) 0. 21＊＊

中风( 无) 0. 74

心脏病( 无) 0. 22＊＊

失能程度( 完全依赖)

相对依赖 0. 87

相对自理 0. 42

样本量( 人) 1056 1056 1056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括号内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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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 1 实证分析结果
模型的拟合优度测量表明 3 个模型对于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解释力是逐渐增强的。通过分析 Ｒ

方可知，模型 3 在总体的拟合优度( 未调整) 上最佳，解释度接近 70%，表明模型 3 纳入的变量对于老
年人长期照料模式的解释度最高; 其次是模型 2，模型 1 解释度则一般。但调整后的 Ｒ方、AIC 和 BIC
数值都表明，模型 2 对于因变量的解释效率最高，从 Ｒ 方的增长幅度也可以发现，在模型 1 基础上加
入使能变量后解释度上升幅度很高，而在模型 2 基础上再加入需求因素后，解释度上升幅度较小( 见
表 3) 。因此，可以得出“安德森模型中的前倾因素在本文的研究中影响较小，使能因素的影响最大，
需求因素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的结论。

表 3 模型拟合度系数
Table 3 Measures of Fit for Logit Models

参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Ｒ2 0. 140 0. 648 0. 696

Adj Ｒ2 0. 080 0. 482 0. 477

AIC 0. 294 0. 166 0. 167

AIC* n 310. 722 175. 108 176. 600

BIC － 6991. 785 － 7038. 078 － 6991. 926

BIC' － 12. 366 － 107. 395 － 89. 091

从模型分析的结果中，除了支持以往研究的一些一般性结论外，我们也得出了与前人研究不同和

新的结论:

第一，前倾因素中只有受教育水平与正式照料服务的使用相关。即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倾
向于选择正式长期照护服务，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通过计算教育的边际概率平均值也可以发现，接
受教育能显著的增加失能老人获取正式社会化照料的概率，并且在控制了需求和使能因素后，受教育

程度越高，概率也越大( 见图 1) 。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学要素在此并不显著。我们认
为，这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变量通过其他中介变量得到了解释。

图 1 教育的边际预测概率值

Figure 1 Predictive Margins of Education

第二，使能因素中的经济收入对正式长期照料模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U 型”效应。在以往的研
究中，收入与长期照料服务使用的关系一直没有定论，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是收入水平越高，正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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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料服务的使用概率越高; 但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本文的分析显示，相较低收入老年群
体，当家庭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或中等水平以下时，选择非正式照料的概率较大; 而当收入达到一定水

平后，选择正式照料服务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收入存在较为明显的“U型”效应( 见图 2) ，说明相较
于低收入老年人群在政府福利政策的支持下享受社会养老服务和高收入老年人群对付费服务有较为

自由的选择度，中等或中等收入以下的老年群体更多是依据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不同的

照料模式和养老服务，因此选择正式的照料服务的比例低于其他两类。

图 2 收入的边际概率预测值

Figure 2 Predictive Margins of Income

第三，社区提供不同的服务类型将左右老年人选择不同种类的照料服务。其中，社区提供的生活
照料服务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老人选择正式长期照料的比例，而医疗服务的完善则可能降低老年人对

此项服务的使用倾向。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现阶段我国社区在提供一般生活照料服务方面还不能满
足失能老人的需求，尽管社区提供此项服务但仍不能阻止老人“被机构化”; 而医疗服务则相反，这与
近几年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基层卫生工作的普遍开展有着密切关系。作为集家庭照料和机构照料
优势于一体的社区照料，在中国目前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选择社区照料的失能老人比例为

2. 5% ) ，未来将是社会化正式照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主要照料者照料意愿越消极，失能老人越倾向于选择社会化养老服务。在中国特定的文化

背景下，照料者意愿和长期照料模式的最终选择并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这印证了“在养老方式的选
择上，个人、配偶和子女三方 ( 前三位) 起着关键作用，最终要看各方综合平衡的结果”的结论( 曾子
昂，2013) 。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里，老年人自己拥有决定用何种方式养老的自主权; 而在传
统的东方文化里，最终的决策往往是由照料者和被照料者共同决定，甚至在大部分时候，往往是由主

要照料者决定。因而，在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考量中，照料者的因素绝不可忽略。因此，需要国家以
“家庭政策”为出发点，对主要照料者提供必要的诸如现金补贴和税收豁免等扶持，由社区提供照料者
喘息服务、社区日间服务中心等措施来减轻照料者的现实负担和精神压力从而达到继续倡导和鼓励
家庭照料的目标。
第五，需求因素中的慢性疾病对长期照料服务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病种的影响机制并不一致。慢

性病的种类较多，有的并不会影响老人的日常生活，但有的慢性病却可能使老人离不开他人的照料。
高血压和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对老年人的日常行动和生活自理影响不大，对他人照料的依赖程度并不

显著，大多数此类失能老人还是倾向于选择继续家庭的非正式照料。因此，细分慢性病的种类( 本文
只统计了问卷中中国失能老人发病率前三位的慢性疾病) 及其临床表现对老年人自理程度和生活质

量的影响将使得相关政策的制定更具针对性，对所有慢性病提供“一刀切”式的服务并不能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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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配置效率。
4. 2 讨论与对策建议
4. 2. 1 对 ADL等长期照护需求评估工具的思考
首先，Katz在 1950 年代提出了 ADL指数( 洗澡 /穿衣 /上厕所 /室内活动 /控制大小便 /吃饭) 来衡

量老年人的失能状况和失能程度，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沿用至今，但传统定义已不能完全适

应当下社会发展，凸显其历史局限性。ADL和 IADL指数主要是基于老年人对自身功能的一种主观判
断，也就必然与客观现实存在一定的偏差。作为一种具有看似普适性的标准，实则难以涵盖环境气候
和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对生活自理能力的判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生活便
利化程度的大幅提升都大大减少了老年人口需要依靠自身体力而实现生活自理的限制，也就是说伴

随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生活自理能力的生理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因此，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传
统分类方式，并不能完全捕捉到所有真正需要长期照护的人群，忽视了“由不同功能缺损导致的失能
对日常生活照料需求是不一样的”的现实。
其次，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健康的定义为“健康不仅仅是消除疾病或虚弱，而是一种身体、精

神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好状态”。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老年人的疾病与虚弱，以及因疾病导致的基
本生活能力丧失，但这并非科学完整的“大健康”概念。一个科学完整的“大健康”概念应该是由以下
四维度构成: 没有身体功能损伤( ADL /IADL) 、没有认知障碍或心理疾病( 抑郁、孤独等) 、社会参与功
能正常和“老年友好型”环境的支撑( 公共卫生改善、适老化改造) 。传统的 ADL失能框架测量的主要
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忽视了老年人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也没有涉及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

的变化和影响，对老年人口的心理和社会参与在老年长期照护研究中也处于边缘的地位。其结果是
对老年长期照护缺乏科学的整体了解，相关的统计数据存在高估( 或低估) 长期护理需求的状况，有关

政策设计也偏于宽泛而缺乏精准的目标和对策。
最后，我们认为，失能老人的概念本身是会引起歧义的。WHO 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中，强调内在

能力和功能发挥这两个核心概念，如何帮助老年人口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理和社会功能就应当成为

我们在研究和设计老年长期照护体系的重要出发点，而不是如传统的长期照护那样只聚焦于为“失
能”老人提供照料服务。老年人口本身蕴藏着巨大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即使按照 ADL等传统指标有
一项或者几项功能损伤，但一个智能、便捷和无障碍的“年龄友好”的社会环境也可以帮助这些老人发
挥未丧失的身体功能和社会价值，而不是将所有存在服务照护需求的老人都纳入被抚养的或成为社

会负担的范畴。在各地开展的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工作中，对老年人口照护需求的评估以及在此基础
上的服务分流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建议在个体评估的基础上，增加社区老人生活和社会参与的
环境指标。
基于上述分析，对失能的类型进行深入探究，综合考虑肢体、感官、认知与心理、社会交往等多方

面因素，针对不同失能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照护方案无疑对于失能老人的康复护理更具帮
助。未来研究中，我们认为在我国推行一套科学、统一的照护评估体系非常必要。如基于 WHO 的
ICF健康框架①，将现有评估工具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重构: 感官( 视力、听力) 、躯体( 四肢活动功
能) 、认知与心理、社会交往能力。这不仅借鉴了国际上广泛使用的长期照护评估体系又采纳了我国
残疾人分类分级标准，是国际化评估工具“中国化”的积极探索。

① 在 2001 年 5 月 22 日第 54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正式发布《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Disability and Health，简称 ICF)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1) 。这是一种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角
度认识损伤所造成的影响的新模式，不仅考虑了身体功能和结构，还纳入了个体活动和社会参与、环境因素等，为
从身体健康状态、个体活动和个体的社会功能上探索提供了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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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对以“家庭政策”为代表的家庭发展能力的思考
非正式的家庭照料仍是现阶段我国失能老人主要的照料模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仍有 85%的

失能老人选择了家庭非正式照护，同住儿子 /女儿数越多越可能选择非正式照料且儿子的作用表现得
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起决定作用的是是否有子女同住，单纯子女数量的多少并不能显著影响老
年人的选择，与老人同住才能真正起到照顾衣食起居等实际作用。“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仍
有强大的现实基础，至少在目前的中高龄老年群体中是如此。目前的高龄老人大都有多个子女，因此
在发挥家庭提供老人照护服务方面还是有广泛的现实基础，这方面的社会政策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渐步入老年，家庭照料功能确实在不断弱化，但不能由此推论现代

核心家庭已经无法发挥家庭养老的职能。我们的研究表明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比子女的数量对老
年照护的影响更为重要，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多子女大家族在概率上增加了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可

能性。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人口中大约有 40% 是与子女同住，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年轻
已婚人群中也有超过一半的家庭子女与老人同住①。
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可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养老服务，但无论从经济角度、情感需求还是

文化传承视角，家庭仍然是中国老年人养老的重要“阵地”。虽然社会经济发展与家庭结构的变迁使
得维系了上千年的家庭养老功能有所弱化，但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并不能完全替代家庭养老，家庭是维

系老年人情感需求的纽带，也是老年人失能之后的首选。与此同时，在家庭中接受下一代生活照料的
同时，老年人也为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孙子女教育等做出贡献，也是促进老年人社会经济参与的一个重

要途径，是“老有所为”最生动的写照。
重视家庭在老年照护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与国家当前大力倡导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

战略目标并不矛盾，这两种服务并不是完全替代、此消彼长，而是互为补充、同步发展，共同构建了完
整的“以长者为核心”的养老服务体系。完整高效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应当是要将家庭纳入其中。
我国政府近年来已经开始重视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些国际经验也值得借鉴。新加坡在房

屋购买方面对于与老人同住的购房者给予一定的优惠; 韩国针对赡养老人 5 年以上的三代同堂家庭，
子女在遗产继承方面将有减免，这些国外的家庭政策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具有借鉴和推广价

值。为此，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以通过家庭税收豁免等经济刺激或优化住宅设计理念等
一系列新型的家庭政策，鼓励与支持多代同堂的居住模式，或者通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来构建新

型的家庭支持体系，帮助现代主干( 核心) 家庭提升承担新型养老功能的能力。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仅
仅制定或调整与老年人相关的公共政策是无法应对老龄化的诸多挑战，我们的各项公共政策在设计

与执行之初就应避免分散化、碎片化以及政策冲突。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统筹整个社会组织和政策架
构体系的系统，各个社会群体和政策子系统主体需要从社会整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应对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挑战，包括对老年长期照护体系的挑战。
4. 2. 3 对中国未来社区养老服务走向的思考
社区养老服务等外部供给是影响失能老人选择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也进一

步证实社区照料服务的类型将影响老年人的选择，社区是否提供生活起居照料和医疗服务对老年人

的实际选择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失能老人对社区照护服务的使用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平均水平，社区照护服务在中国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不仅与老年人的支付能力有关，也与社区服务

的供给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密切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目前社区提供的各类服务中，供给与
需求差异最大的是精神慰藉服务，其次是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随着老年群体的变化和老龄化向高

① 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项目( FYＲST) 2016 年的第二次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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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会因社区老年照护服务供给的发展

而不断改变。
从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问题上大都走向了“去机构化”和“去

政府化”的趋势。1996 ～ 2006 年间，美国长期照护的总支出中，机构照护支出的比重就从 79%下降到
61%，而居家和社区照护比重则从 21%上升至 39% ; 德国在 1995 年长期照护保险建立之初，非机构的
居家和社区照护支出就占到了长期照护总支出的 44%。通过鼓励老年人回到熟悉的社区，借助社区
提供的各类服务和设施，既能降低公共财政的运行成本又能满足老年人群的情感需求和精神依赖，这

给中国发展社区照护服务提供了很好的“他山之石”。
减少政府在长期照护中的直接供给，增加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也是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的政策

走向。我国政府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发展战略中也多次明确了“支持社会力
量提供养老、医疗等服务”。推进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最终的目的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
高供给的效益，使社区服务供给适应和满足老年人群对养老服务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在增加有效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应以政府行政管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指导原则，逐步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积极鼓励政府购买行为。通过逐步完善需求决定市场，市场决
定价格的资源配置引导机制，倒逼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
在社区层面增加老年长期照护服务可以通过建立大型养老服务机构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发展和

整合小规模、全覆盖和功能各异的社区老年服务设施来完成。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社区服务体系发
展的经验值得借鉴。大量立足社区、养护结合、功能完善的嵌入式微型养老机构应当能够更好地满足
老年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自理状况下的需求，融合养老院、日间照料甚至临终关怀等多种功能，秉承
“持续照护”的理念，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连续性专业性和个性化的服务。
政府主导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动员了各政府部门的参与，也获得了来自各部门的资源

投入，但在同时也经常受到行政体制的掣肘，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建设目标，出现多

头管理、资源错配或使用效益较低和运行成本偏高的问题。如果说在中宏观层面政府部门职能的协
调需要公共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社区层面老年照护体系的建立面临的困难则相对较小，也易于操

作。学术界在这方面应当有更大的研究投入和实践参与。

5 小结

失去自我照料能力几乎是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生命历程，长期照护服务作为提高老年人生命和

生活质量的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已逐渐被公众接纳。学术界对于长期照护的研究也顺应了这一社会经
济发展的诉求。首先，本文通过引入国际上分析与预测服务使用的主流模型—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
作为理论分析框架这一规范性实证研究，使得研究结论与国际同行的对话和国别对比成为可能; 其

次，结合中国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环境，尝试引入新的变量—照料者意愿，进行了西方模型中国化改造
的有益探索; 最后，基于我国单一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DL) 作为主要需求评估工具的现实，提出了
国际主流评估工具( ICF) 中国版的概念架构设想，为解决我国长期照护服务需求评估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可能方案，传递了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对西方主流模型、国际工具“原创性引进”的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了做了一些突破和改进，但是仍然存在以下的不足

和缺憾:

( 1) 本研究使用的是 2014 年的截面数据，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失能程度等要素是伴随着时间
发展的动态过程，且为失能老人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等外部环境在近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因此，期
待未来的研究基于追踪数据对长期照护服务使用因素的因果关系( causality) 进入深入研究;
( 2) 本文是对失能导致的长期照护需求进行研究，模型需求因素中，对孤独、抑郁或痴呆等认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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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和心理健康状况未作考虑，而近期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正式采纳失智症全球计划，并在第 70 届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正式通过。后续的研究应将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作为健康服务利用的重要变
量纳入模型深入探讨;

( 3) 失能老人的主观态度以及对社会化服务的认知程度等社会心理学因素囿于数据限制，在模型
中未作考虑，而这一因素在西方的研究中被证实为是长期照护服务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期后续的研究

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上深入考察这一因素在中国情境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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